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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化失地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分析 

——基于常州市武进区的调查 

刘诗彬1 周定财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随着农地“三权分置”的提出，农地流转成为了势不可挡的改革潮流。在此过程中，如何兼顾各方利益成为了重中之重。

而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又势必会产生政策的边缘人群。了解这类边缘人群的土地流转意愿，对于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以及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了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拆迁地带的 330 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 330 份，其中有效问卷 319 份，拟通过调

查试图解释这些处于政策边缘地带的居民对于农地流转的意愿。由于该类人群不仅包含了真正意义上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也

包含了上世纪 90年代买户口而成为城镇户口，但在拆迁之前却仍从事农业工作的人群，甚至部分已拆迁却保留了部分耕地的农

民，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已拆迁或正在拆迁，并且，其中大部分人群既无法享受国家农业政策带来的优惠，又被

针对城镇户口的优惠政策排斥在外。由于其复杂的属性．所以我们将这类人群定义为边缘化失地农民 

一、边缘化失地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逻辑与假说 

根据大量的访谈资料和现有的调查资料，本文将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分为两个部分：边缘化失地农民的个人特征和边缘化

失地农民的家庭状况。 

1．边缘化失地农民的个人特征。我们认为，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农地转入意愿。边缘化失地农民年龄越大，农地的转入

倾向越弱，转出倾向越强。农业户口比城镇户口具有更强的农地转入倾向。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具有越高的农地转出意愿，

而其职业对于土地流转的预作用方向不明确。 

2．边缘化失地农民的家庭状况。家庭人口数对土地流转的预作用方向不明确。而家庭收入和现有耕地面积越少，则具有越

低的农地转入意愿，具有越高的农地转出意愿。 

（二）模型设定本文采用多元 Logit 模型（Multinomina1LogitModel,MNL）来考察边缘化失地农民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边缘化失地农民的流转因素（自变量）分为两类：边缘化失地农民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其中，个人特征包括农户的性别、

年龄、户口性质、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为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和现有耕地面积。模型选取边缘化失地农民的流转意

愿作为因变量。对农地流转意愿来说，有希望流入农地、希望流出农地、无农地流转意愿三种情况。可见，农户的农地流转意

愿的选择是一个不连续的变量，而是一个多项无序且离散变量，因此，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最好模型之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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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将其分为两个模型分别研究，在第一个模型中将因变量农户的流转入意愿 y的取值定为 1,2，分别将“希望流入农地”

定义为 y=l,“无农地流入意愿”定义为 y=2。在第二个模型中，将“希望流出农地”定义为 y=l 将无农地流出意愿定义为 y=2。

设农户 i选择农地流转意愿 j概率为： 

 

（三）农地转入意愿模型分析 

在以土地流入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年龄（-0.076）、家庭人数（0.572）、性别（2.458）、户口性质(3.899）等变

量具有较高的显著水平。 

分析调查数据可知，年龄越大的边缘化失地农民对于农地的转入意愿越弱。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思想越保守，既不愿冒

风险承包大量的土地，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持不确定态度。有些人是因为已经拆迁而失去土地，并且缺乏农具，对于他们

而言，一份稳定的工作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效用。而年轻一代，由于当前就业压力大，且相较于其他创业，农业生产的投入相

对而言更低一些，并且风险也相对小些。因此他们大多可以接受通过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去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而且也愿意为

之投资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和其他费用。同时，家庭人数越多，农地流入意愿越强。 

二、边缘化失地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尽管边缘化失地农民大多都已住上商品房，过着与城市居民类似的生活。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大多数仍属于农民的范畴，

仍然带有农民独特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并由其自身的特性给城市发展带来相应影响。 

（一）解决部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一份稳定的收入。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却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待业在家。此时，由于农业生产的

自主性，可以为其带来相对自由的工作时间以及相对稳定的收入，成为大多数待业在家的失地农民的择业意愿。第三，受访者

中，高中以下学历（133人）占了样本总量（308份）的 43.2％。他们当中无固定收入比重高于受过高等教育群体。正是由于其

未受过高等教育，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没有相应的职业技能，导致其无法获得固定的收入。与此同时，务农将成为其较好的职

业选择。 

（二）推动富余劳动力的自发转移 

自发转移又可分为异地转移和就近转移两个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加剧了农村土地撂荒、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问题，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王艳飞．我国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实现路径[J]．农业与技术，2015<22).）与此同时，

在农村地区，存在不受欢迎新农业经营者进入的倾向。因此，就近转移成为了最佳出路。相较于希望流入土地 54.9％的有效百

分比，希望流出土地的有效百分比更高，达到了 62.7％。也就是说，在信息完全的市首先，由于失地农民能够参与土地流转，

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够重新扎根于自己熟悉的土地之上，而不会在城市中如同浮萍般漂泊。其次，很多边缘化失地农民家中有老

人或小孩需要照顾，而聘请护工的成本又相对较高，因此，他们无法适应工厂规律且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作制度．难以在主流工

作岗位中寻得场下，缺少了政府千预，农地也能逐渐向集约化方向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就近自发转移，这些转

移的劳动力基本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自发的流动机制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缓解城市过快扩张压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的最佳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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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农村人才合理流动及其市民化进程 

在边缘失地农民的流出意愿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具有越高的流出意愿。这也就意味着从农村析出的富余劳动力具有较高

的受教育水平，这些富余劳动力相较于其他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城市适应能力，更加容易转变成城市市民。然而，农村人口的流

动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意愿，也取决于城市的人口容纳量，当城市能够容纳更多人口时，人口的流动才能得到城市的接纳，进

而顺利市民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步伐加快，并且，这部分回流劳动力其带眷系数明显高于进入大城市的

劳动力，（李郁、殷江滨．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J]．城市规划学刊，2012<2>.）从而对城市边缘地带，尤其是已

拆迁以及正处于拆迁阶段的那部分地域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出了巨大挑战。 

（四）有利于维护农村和城市社会稳定 

当前农村社会进入高风险频发时期，特别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农地经营制度与模式不变的前提下，以农地

流转和农地流转市场发展推进现代化规模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必将遭遇到新旧农地观念、新旧农地经营机制、新旧社会结构交

替变革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现阶段在某些地区，正是由于城市的过快扩张，而又无法给予失地农民充足的岗位，最终将造

成成千上万失地农民和大量城市贫民窟，并由此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温铁军．“三农”，问题的本土化思路[J]．学习月刊，

2005<9>.)因此，让希望留在农村的农民留在农村，希望去往城市的农民去往城市，并加强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

出路。 

综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适时解决边缘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引导失地农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将推动城市平

稳有序发展。 

三、有关政策思考 

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增强农村经济活力，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其根本出路。 

1．政府需要建立就业扶持机制。调查发现，在受访的成年边缘化失地农民中，无固定收入的受访者占到了样本总量的三分

之一(33.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边缘化失地农民产生，他们的就业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很容易

造成群体性事件。为此．政府必须建立就业扶持机制，对于希望创业的人群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对于希望进城务工的给予一

定的帮助，对于希望返乡务农的，也给予一定的便利。 

2．引导边缘化失地农民合理流动，不可过度干预农民自发流转。农民对于土地的处置，一般都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但在

政府的过度干预下，可能会产生各种不理智情形。因此，在农民可以自发合理流动的时候，政府不得过度干预。甚至在诸多拆

迁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化地不化人”的情况。农民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将他们从一个归属地强行安排到另一个

归属地，并让其按照另一个归属地的生活方式生活，会使这群失地农民产生安全的被剥夺感，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被强制安

排的生活，幸福感会大大降低，而如若这种流动机制交给农民自发形成，他们自身对于外在事物改变的接受能力将会强很多。

因此，在城市环境承载范围内推动人口合理流动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尽量将流动选择权归于农民所有。 

3．鼓励建设家庭农场。首先，由于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和管理中，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较低的管理成本问题，因此适合

家庭经营。政府也可以应用家庭农场的这一性质，适时引导边缘化失地农民返乡务农，以便解决其就业问题。其次，现阶段农

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不稳定性，农户对非农就业的收入预期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相比较而言，在正常年份下，从事农业

生产的年收入是可以预期的。最后，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典型代表，不仅能够使农民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力，而

且可以为其带来可观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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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提供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并适当培育社会中介组织以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分散的家庭经营模式很容易被规模化经

营取代，小农家庭这一弱势群体在土地流转价格的决定上不具备话语权，这导致了农民在农地财产权益及剩余索取的权益实现

中处于弱势，并且此类农民谈判权的不对等性极易造成责任追偿的高成本。因此，政府需要加大集体对农地的管理，并为民众

提供必要的土地流转法律咨询，在完善市场土地估价、土地流转信息传递等方面提供帮助，以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当前农民土

地流转的意愿很高，但是最终变成实际需求的量却并不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的土地管理制度还不完善造成的，完善土地

流转市场是加快土地流转的有力保障。 


